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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

中共十八大往后的约三年半时间里，就最具战略意义的亚洲和

西太平洋而言，中国的战略态势主要为战略权利和权势影响的大力

增进，结果既获重大得益，亦有重要风险。大约在 2016 年杭州 G20

峰会开幕之际，中国的战略态势开始转变，而鉴于应对特朗普的紧

迫需要，加上在美国全球态势急剧收缩时中国更欲参与引领世界等

原因，中国全面地呈现出在这广大区域的显著温和化。形势从不完

美，探索永无止境：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，中国对外战略的首要困

难压倒性地在朝鲜问题和中美贸易对抗上。关于前者，要坚持中国

的应有权利和作用，扩大和深化对朝鲜问题局势剧变的实质性参与，

并且及时和妥善地重筑中朝关系经济基础；关于后者，必须认识到

不经过中国可做的适当调整，对中国有利的全球化就不大可能持续

下去。中共十九大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，三个“更为大

力”将构成对外战略方向的长期前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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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：格局大变与复杂性增生中的战略竞争（2008-2012

年） 

2008 年秋天，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首先在美国爆发，继而

迅速蔓延到除中国以外的世界大部分地区，美国和与其为首的西方由

此开始愈益显著地相对（即使如果并非绝对）衰退。在此背景下，急

速崛起的中国开始进入它真正当代或当前的历史大阶段。自此往后，

中国的基本面貌大致有如下述，尤其在中国以外的人们看来更是如

此： 

一个巨型民族国家，具有急剧增进过和增进中的经济、金融和军

事实力，在多个国力国势领域已经拥有或接近拥有世界第二强地位，

并且寓于一种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相比更中央集权化、因而往往也更

高效的国内权力体制和操作机制。 

 一个依然面对巨大、多样和复杂的国内挑战的国度，但现在已

经更关注对外事务和对外部世界的影响，因为国内经济必需，因为对

“地缘政治战略权利”和作为一大强国的民族国家光荣的更强烈想

望，还因为有力地上扬着的大众民族主义和“胜利主义”(triumphalism)

以及更雄心勃勃的武装部队。 

一头“重新觉醒”的东亚雄狮，自 2012 年 11 月中共十八大往后

在领袖习近平麾下，他掌握与他的三位前任相比集中得多的权力。习

近平坚信中华民族须有亦可有伟大复兴，就他对中国的大小对手采取

的强硬态势感到自豪，清楚地认识到由此而来的国内民众支持，并且

显著地偏好逼近底线但不突破底线的战略方针和操作方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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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在其相当急剧的、对外政策颇大程度转换过程中的强国，在

相当短的时间内有了令许多事情不同于先前的话语和实践，从而使它

自己和其他国家准备不足、多少困惑和增进误判可能。 

中美两国之间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影响力竞争集中于中国的紧邻

周边，与相关的海域洋域密切相联。这竞争一直在相当迅速地演化，

而与先前若干年的图景不同，大致直到特朗普 2017 年 1 月出任美国

总统为止，中国的外交影响和有效性缩减，而美国在外交/战略阵线

上颇多斩获，即使某些只是短暂的。一方面，美国的斩获相当程度上

依靠奥巴马政府在东亚和东南亚不遗余力、不失机会地争取外交收

益；另一方面，它们也大受益于区域内的机会性事态或便利，那不是

由华盛顿的决策者造就而是由他们现成地利用的。这些事态或便利主

要有：日本、韩国和缅甸等国发生的政治和心理变化；周边国家面对

巨型中国快速持续崛起（包括其远程军力的大力建设和海军活动的扩

大）产生的忧虑、怀疑和不满；中国与各邻国之间广泛的领土和海洋

纠纷；该区域内某些政府就与中国对抗而得到美国和国内选民回报的

期望；中国自身在对外政策方向、外交举止和决策机制等方面的问题。 

就这些问题而言，中共十八大以前的数年里，在与东亚和东南亚

邻国的关系中，中国公众和政府两方面的“胜利主义”显而易见，虽

然在政府方面其程度显著较小。关于这“胜利主义”，最重要、最广

泛的一个原因大概要到“G2 中国版”中去找，那是关于中国对外政

策方向的、吸引了不少中国对外政策精英的一个非传统的理念，即中

国作为可望的世界第二大国，其对外政策的压倒一切的优先事项应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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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最大努力，与超级大国美国结成稳定和大体合作的关系，尽管实际

上中国在战略和战略性外交方面的对外“重中之重”必须是两个，即

对美关系与近邻关系，而不仅仅是一个，即对美关系。 

那些年里在对东亚东南亚周边行为中的部分“胜利主义”还有其

他一些原因，它们大概首先是持续上涨的中国大众民族主义，那由大

众传媒加强。无人否认中国政府受到它的某些干扰和制约。还有，在

国家机器愈益复杂和内在多样化的背景下，不同的政府部门之间缺乏

协调有时看来颇为明显，以致某些西方人的下述评论相当有说服力：

“军方、关键的政府部委和国有公司里的新一代官员已开始定义中国

如何应对其余世界”；“现在是中国政府弱的时候。结果，种种不同

的利益集团已经以一种不那么协调、不那么中央集权化的方式脱缰而

出。”1 这甚至间或发生在大致压倒性地由最高层掌管的对美政策领

域，致使奥巴马的顶级幕僚们在 2010 和 2011 年之交断定，中国领导

人虽然希望对华盛顿温和，但“往往受一个分散的执政党支配，其中

将军们、部长们和大公司利益与过去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时代相比，

更多影响，较少敬畏。”2 

所有这些分析提示了一点：政治领导至关重要，他们的眼界、抱

负、意志力和政治/战略技能至关重要，即使有国内大众民族主义、

官僚机构政治和外部环境复杂挑战的促进作用。中国领导人可以从他

们的美国同行学到某些东西，后者在中共十八大以前的几年里赢得了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见 John Pomfret, “Dispute with Japan Highlights China's Foreign Policy Power Struggle,” The Washington Post, 

September 24, 2010. 
2 David E. Sanger and Michael Wines, “China Leader's Limits Come into Focus as U.S. Visit Nears,” The New 

York Times, January 16, 2011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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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家门口的一轮外交竞争。  

一、“战略军事”和“战略经济”：得益与风险（2013

至 2016 年） 

自从习近平执掌中国领导权以来，有一桩大事越来越确定，那就

是他对中国在亚洲和西太平洋（特别是从中国海岸到第一岛链的西太

平洋西部）具有愈益增长的、无论是“软”是“硬”的权势影响怀抱

愈益清楚的大抱负，而从中长期说，这权势影响无疑也确实将削弱乃

至最终取消美国在该区域的近乎支配性的优势。 

服务于这目标的主要政策工具有两大类：“战略军事”(strategic 

military)和“战略经济”(strategic economy)。粗略地说，从 2012 年 11

月中共十八大结束到 2014 年秋季为止，中国政府主要使用的是广义

的“战略军事”，它集中体现为中国战略军力建设的更加速突进、中

国海上及空中战略军事活动范围的显著扩展、中国对美国的强劲和广

泛的战略/军事竞争和对立、中国对日本的持久激烈对抗、中国在南

海和东海争端中的张扬和强硬态势以及相伴的密集的军事和准军事

活动。 

评估它们的双重效应，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它们显著地增进了中国

的“硬权势”，包括战略军力更加大踏步增强，战略活动范围急速扩

展，同时以大为增强的军事实力地位有力地支撑了中国在南海和东海

的领土领海主权声索。然而，它们也多少妨碍了中国的国际“软权势”，

增进了中国东部周边的战略/外交环境的复杂性，同时伴有与日本以

及美国的显著增进了的军事冲突风险，并且作为其主要反弹，客观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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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进了美国战略“再平衡”的强化和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进程。  

因而，很可能伴随某种与此相关的战略审视，从 2014 年秋天开

始，中国政府实行一种有利于“战略经济”的战略转型重大决策，它

基于中国巨大的经济金融实力和可以成就的更广泛的外交，而且契合

一项紧迫的国内需要，即在国内经济增长呈缓慢但顽固的持续下行的

严峻形势下，力求显著增进对中国产能的境外需求。考虑到 2014 年

10 月和 11 月分别与日本和美国达成的两项重要的安全协议，即中日

“四点共识”和中美防止双方军舰军机冲撞协议，事情就更是如此。 

无论是习近平反复倡导并着力推进规模巨大的欧亚丝绸之路经

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，还是中国从 2014 年 10 月起大力提倡

并主导建立总部设在北京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，或是中国在 2014

年 11 月北京 APEC 峰会上表示应积极创设范围广袤的亚太自由贸易

区，还有中国政府正在大力实施或谋求开启的“中巴经济走廊”和“孟

中印缅四国经济走廊”，全都可被认为是“战略经济”方向上的重要

事态。此外还要加上中国政府在着力推进的、面向周边乃至世界多个

地区的高铁输出以及其他已经或准备大力投资的远近周边经济项目。

总之，中国政府将其对外战略着重面“分叉化”，使“战略经济”成

为其优先议程上另一个重大维度。 

然而，“战略军事”的某几个重大方面依然显要，显见于中国基

本的战略态势、或曰战略复合态势之中，如果考虑到中国对外政策仍

有的、甚或增进了的复杂性。中国战略性军力的经久急剧增强仍在继

续，甚至是以加速度继续。中国武装力量主要面对海洋和海陆两栖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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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的军事斗争准备仍加速进行。与此紧密关联，世界已经看到关于西

太平洋、至少是西太平洋西部的中美军备竞争和更广泛的战力竞争，

那涉及海上、空中、网络空间、甚至外层空间。这方面的一项新的重

大事态，在于美国伙同韩国执意在韩部署将严重伤害中国既有战略威

慑能力的萨德反导系统，而如此势必引发中美战略武器竞争的一个新

的重要方面。 

同样显著的是中国继续在南海大力伸张和发展自身的海洋权利

和战略权势，特别是在南沙群岛的多个岛礁同时进行急速的大规模扩

岛，并且在其上构筑军事能力。这既大大加强了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实

力和军事地位，也显著加剧了与美国的战略竞争和对立，加剧了与东

南亚海洋国家的紧张，而且促使美国在东亚太平洋的盟国、准盟国和

其他战略伙伴着手构建它们互相间的安全合作网络。由此开始，美国

屡屡派遣军舰军机挑衅性地前往中国扩岛后的岛礁附近水域空域，甚

而进入其 12 海里周围水域，中国则在南沙和西沙群岛部署导弹、战

机和雷达，并且针锋相对地出动军舰军机与美对峙。 

2016 年 7 月 12 日，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发布被中国斥责为“一张

废纸”的关于菲律宾诉案的裁决，全面否定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声索和

海洋权益声索的合法性。就此，中国政府随即发表声明，实质上宣告

“九段线”内所有岛礁皆为中国领土，这些岛礁周围的紧邻水域皆为

中国领水；“九段线”内的其余海域皆为中国的 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；

中国的这些主权声索和海洋权益声索基于历史性权利。为了表明中国

的愤怒和决心，人民解放军海军三大舰队在南海进行大规模军事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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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，人民解放军空军在南海的某些争端岛礁和海区上空从事态势显赫

的战斗性巡航。不仅如此，人民解放军最高级将领在海牙仲裁法庭发

布裁决之后对外宣告：中国决不会停止在南海的岛礁建设，因为这关

系到中国的核心利益，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。 

作为“战略军事”的一项重要内涵，中俄两国间的战略/军事协

作迅速进展。这是两个重大事态——中美两国间的战略竞争大为加剧

和俄罗斯与美欧强烈对抗——的一个地缘政治结果。俄罗斯加速先进

军事装备和技术的对华输出，还有中俄两国海军在地中海和日本海的

联合军事演习。更重要的是，2016 年 6 月下旬，中俄两国元首发表关

于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，这被宣告为实际上遭到美国的威胁甚或

倾覆，特别是美国主持的导弹防御体系有违中俄两国的联合意志和战

略安全。是年 9 月，中俄两国在南海进行联合海空军演习，而南海是

其时中美战略竞争特别激烈、战略对峙最为显赫的地区。尤其以这两

个事态为标志，可以认为中俄“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”因其战略和

军事内涵变得愈益突出和广泛，一度达到或至少接近达到准同盟关

系。           

因而可以说，中国关于亚洲和西太平洋的战略路径成了一种复合

性的复杂路径，而改变“战略军事”为主的战略转变看起来是个战略

扩展，未伴有任何基本的收缩。最突出的问题在于，中国对外关系和

政策的两个最重要的方面（两项重中之重），即对美国和对亚洲邻国

的关系和政策，都在一定意义上被“锁在”海洋战略竞争、海洋领土

争端以及海洋权益争执之中。远望未来，若没有可能的重大缓解或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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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，那么结构性的战略竞争和战略对立很可能将直接是关于中国近海

和西太平洋（至少是其西部）的。“修昔底德陷阱”首先会在海洋上

出现。 

 二、特朗普和其他事态：中国的战略反应和初始调整

（2016 至 2017 年） 

如前所述，中共十八大往后的约三年半，或较精确地说从 2012

年底到 2016 年 9 月杭州 G20 峰会开幕为止，中国在东亚西太平洋的

战略态势主要以伴有种种强硬行动的扩展为特征。 

然而在此期间，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前，已经有国内外的改

变了或改变着的种种形势，它们促使中国的战略态势和战略行为与先

前相比趋于温和化。在这些形势中，国内的形势主要有经济增长呈缓

慢但顽固的下行之势，金融风险显著加剧，而必不可少和愈益紧迫的

几大国内任务的资源支出需求大为增加。这些形势要素使一种非常奋

进的战略态势的可持续性问题潜在地突出起来。可是，更重要的是与

日本以及美国的军事冲突风险，与海洋或近海邻国的关系的进一步恶

化，还有就美国战略力量之技术更新与日本之追求军事权利和军力增

进而言的“回火”效应。不仅如此，随着杜特尔特出任总统，菲律宾

的对外政策急剧变化，其对华态度大幅度改善，从而“迫使”中国在

南海问题上需多少变得温和化。 

可以认为，所有这些对中国在东亚西太平洋的战略行为造成了促

其温和化的影响。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前，显著和重要的是中国

大约在杭州 G20 峰会开幕前夕，开始“软化”在南海的态势，继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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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年前分别与日本和美国达成缓解对抗和防止军事冲突的协议之后。

中国政府积极地开始与菲律宾改善关系，特别是在杜特尔特 2016 年

10 月访华期间对菲许诺超过百亿美元的经贸帮助。9 个月后，连一名

称南海的相对平静带“欺骗性”的西方学者也不能不承认：“中国在

过去一年一直采取了对其他声索国的利益较为和蔼的态势，同时看来

不再搞军事挑衅。不仅如此，自那时以来中国政府没有正式讲过‘九

段线’……它让菲律宾渔民进入他们在斯卡伯勒浅滩（黄岩岛）的传

统的捕鱼区，那长期以来是一大争夺对象。”“过去十二个月没有见

到中国与各个沿岸国的任何冲突，北京的言辞一直是和解性的。”3 

然而，就中国战略态势的温和化而言，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选举

仍可认作是个转折点，因为这给中国政府施加了严重的忧惧，主要由

他在竞选期间就中国贸易行为和惯例发出的无数烈度空前的威胁性

言辞造成，它们如果转变成真实的美国政策，就会毁伤中美经贸和金

融关系，从而严重损害中国的经济和金融。不仅如此，他蓄意逼近和

触碰中国的台湾问题底线，在当选后不久便与台独倾向根深蒂固的台

湾“总统”蔡英文通电话，而据《华盛顿邮报》经密集和较深入的调

查而迅速披露，这出自特朗普外交/安全核心团队的长时间精心策划

和策划完毕后特朗普的首肯。“这次历史性的通话——美国领导人与

台湾领导人之间自 1979 年以来的首次——是特朗普的顾问们中间关

于与台湾接触的新战略的几个月悄然准备和谋划的产物”，“是一项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Benoit Hardy-Chartrand, “One Year after the South China Sea Ruling, A Deceiving Calm,” The Japan Times, 

July 16, 2017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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蓄意的挑衅行动，着力显示即将上台的总统背离往昔”。4 随即更有

甚者，特朗普公然声称“我不懂为什么我们必须受‘一个中国’政策

束缚”。这至少如《纽约时报》所说，表明“他认为华盛顿与北京之

间的外交关系的中心基础——人们所称的‘一个中国’政策——已到

了该被重新审视的时候。”5 他明确示意他要将美国自 1979 年以来这

项传统的政策当作可以舍弃的讨价还价筹码，用于逼迫中国在朝鲜和

贸易等问题上对他大大退让。这当然令中国严重不安。可以说，中国

生成了一种强烈的忧惧，担心他非常反华，非常冒险主义，非常马基

雅维里主义（或曰玩世不恭）。 

这样的忧惧几乎立即产生了政策效应：习近平在应对特朗普方面

采取空前耐心和审慎的做法，仅仅在台湾和“一个中国”这核心问题

上才公开表达毫无疑问的坚定，明确声明一个中国原则不可谈判，“无

论是谁或出于什么目的，如果试图破坏一个中国原则，或者幻想将此

作为交易筹码，必将遭到中国政府和人民以及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，

最后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”6 此外，中国政府采取和坚守一

种纯反应式方略，只是在特朗普“出牌”之后才相应决定是否做反应、

在什么时候做反应和做怎样的反应，并且从不公开对他进行官方的指

责。与此同时，中国政府尽最大努力和最快速度，去寻找、发现和开

发与特朗普团队某些显要成员的有益的联系。总之，耐心，审慎，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Anne Gearan, Philip Rucker and Simon Denyer, “Trump’s Taiwan Phone Was Long Planned, Say People Who 

Were Involved,” The Washington Post, December 4, 2016. 
5 Jane Perlez, “If Donald Trump Pushes on Taiwan, How China Could Push Back,” The New York Times, 

December 12, 2016.   
6 《外交部发言人：一个中国原则是不可谈判的》，2017 年 1 月 16 日， 

https://www.washingtonpost.com/people/anne-gearan/
https://www.washingtonpost.com/people/philip-rucker/
https://www.washingtonpost.com/people/simon-denyer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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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最核心威胁（并且只是针对这类威胁）的非常坚决的公开抵抗，纯

反应式方略，寻求和开发有益联系：这些构成中国政府应对特朗普的

战略，一种几乎急速形成的、处理意外紧急状态似的战略。 

这一战略很快被证明颇为成功，从而成为中国多年里最精彩的对

外战略决策之一，虽然在较长的事后看，当时这成功被中国舆论显著

地高估了。2017 年 2 月初，特朗普差不多一夜之间就改而正式认可美

国传统的“一个中国”政策。这必定显著增强了习近平对“搞定”特

朗普的信心。不过，在心理和初步认知上，“搞定”大概是彼此相向

或“互惠”的(reciprocal)：习近平正在一次又一次地在朝鲜问题上给

予特朗普空前的合作。给人印象更深刻的是，特朗普总统不久后就似

乎多少不经意地给中国带来意外的非凡愉悦，特别是因为 2017 年 4

月初美首脑海湖庄园会晤的好得令人惊讶的气氛。紧随其后，特朗普

不止一次地公开盛赞习近平是强有力的、友好的世界级大国领袖，而

这也进一步地促进了中国战略态势的温和化。 

三、中国战略态势的近乎全面的温和化（2017 年） 

因此，再加上其他一些重要原因，特别是实力已显著腾升的中国

在特朗普导致美国的全球意愿和态势双收缩背景下参与引领世界的

宏愿，中国以近乎全面的迹象，呈现出在东亚和西太平洋的新的显著

温和化态势。从战略上说，这温和化的性质应被认作是延宕克劳塞维

茨式“胜利的顶点”(culminating point of victory)，或用通俗话说“好

日子拉长着过”，因而对中国的长远利益和总体利益来说甚为可取，

甚为积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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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，必须密切注意与过去相比，中国政府对步步升级的朝鲜核

导弹研发的态度已变得空前严厉，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施加了那么多惩

罚是先前的中国领导人从未愿意或敢于做的。之所以如此，很大一部

分原因在于为了争取良性的中美关系和维护世界核不扩散体制。不仅

如此，除了前面已讲过的中国在南海的行为的显著温和化，中国政府

还更积极地力图改善与东盟及其成员国（特别是越南、菲律宾和马来

西亚）的关系，加快了与东盟协商出《南海行为准则》的努力，以便

稳定海上局势和增进中国的外交影响。  

也大致同时，中日关系出现显著改善迹象：在日本政府改变原先

有关立场、做出肯定中国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的明确表示之后，习近平

于 2017 年 5 月 16 日会见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，指出中日双方

应在中日间四个政治文件和四点原则共识基础上改善两国关系。不足

两周后，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太郎在

东京附近神奈川县举行数小时会谈，提出当前中日关系既面临新的机

遇，亦存在突出挑战，日方在历史和台湾问题上应言而有信，按规矩

办事，在南海问题上则应谨言慎行。可以相信，只要日本政府如此行

事，只要中日两国各自大致保持新近确定的有关轨道，两国间多年未

有的正式的最高级互访和会晤在不久的未来就很有可能实现。 

令人相当鼓舞的是，中共十九大前后，中国东亚西太平洋战略态

势的温和化不仅得到延续，而且得到加强。这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的

对外政策而言，可能意义甚为重大。在主要因为新加坡的南海问题行

为而跌落到邓小平和李光耀往后的最低点之后，中国与新加坡的关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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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 2017 年 9 月起急剧改善。而中新关系大回暖的原因是新加坡在中

国的压力下收敛甚或取消了与台湾的多年的军训合作，同时南海形势

的显著缓解使之不需很明显地在南海紧张中站在美国一边。不仅如

此，2017 年 8 月底，中国与印度经过复杂的谈判，几乎突然沿具有战

略重要性的边境洞朗地区各自后撤部队，从而结束（或更精确地说暂

停）持续了两个多月的严重军事对峙。2017 年 10 月 30 日，中韩关系

持续严重紧张的局面突然开始改观：中国政府在中共十九大闭幕后几

天，将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与中韩关系的广大和多样的其余方面

“脱钩”，或者说实际上放弃了一项大约施行一年多但无直接效果的

政策。中国，一个被普遍认作行将浮现的超级强国，在很大程度上因

为特朗普的美国第一（或曰疏离世界）倾向而来的历史性机遇时期，

愿意对一个较小国家做出一项重要让步：这本身就多少真正地令人

“心头一亮”。 

四、现今的紧迫问题和仍需的战略探求  

形势从不完美，探索永无止境。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，中国对外

战略的首要困难压倒性地在朝鲜问题和中美贸易对抗上。 

自金正恩 2018 年 1 月 1 日发出朝韩会谈以讨论朝鲜参加平昌冬

季奥运会的倡议以来，朝鲜问题以平壤掌握主动权为首要特征，急剧

和持续地发生重大变换。首先，朝韩关系和美朝关系大为缓解，特别

是金正恩与文在寅的最高级会晤成功发表宣告结束半岛南北军事对

抗状态的《板门店宣言》，而且金正恩与特朗普行将举行史上首次朝

美两国元首会晤。由此，半岛爆发军事冲突的危险急速消减，朝鲜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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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化问题发生重大的良性变化亦成近期必然之势。其次，金正恩戏剧

性地突然访问北京，与习近平举行对中朝双方都卓有成效的最高级会

谈，中朝关系由此骤然摆脱保持得过久的历史最低点状态，同时也有

力地增进了前述中国周边关系的近乎全面的、显著的、改善。 

某种意义上说，后一项急剧变化出自前一项，而前一项则首先出

自下述根本事实：朝鲜已经拥有或非常接近拥有可实战的核中程导

弹，从而具备了在任何可以设想的一般情况下至少最低限度的核威

慑。这一点令平壤可以从事真正的部分非核化（包括切实放弃核远程

导弹及切实保证停止研发核潜射导弹之类新型核武器），只要它从华

盛顿得到所要求或可接受的军事、外交和经济上的阶段性重大让步。

可以认为，朝鲜彻底非核化的可能性颇微，但朝鲜部分非核化和朝鲜

对外政策相对和平化的前景颇可期待。在此形势下，中国有其相关的

头等要务：第一，坚持中国的应有权利和作用，扩大和深化对朝鲜问

题局势剧变的实质性参与，防止和阻止中国的正当利益和关切遭到其

他方面的忽视或损害；第二，维护和增进来之不易的中朝关系改善，

为此首先需要适当地调整对朝经济政策，及时和妥善地重筑现已削弱

殆尽的中朝关系经济基础。 

至于可能愈演愈烈的中美贸易对抗，则不仅需要“治标”性质的

综合对策，即坚决有力的贸易报复威胁与谈判妥协意愿相结合，而且

需要有“治本”性质的基本认识和战略决心，后者在一定意义上更为

重要和深刻。必须认识到，全球既有秩序，至少是大致自由和开放的

全球贸易秩序，已经或正在失去它在发达世界内的很大部分国内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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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础，甚或政治基础。这就表明，既有的全球化要扬长弃短、改造更

新，从而获得真正的可持续性，就不仅需要像中国政府已经反复提倡

的那样，在比较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上变得比较公正，比较均衡，

而且需要多少参照发达国家愈益增进的抱怨甚而愤怒作适当的调整，

以便争取它在这些国家内部恢复必不可少的那部分社会和政治基础。

这后一点，是中国多年来一直认识大为不足、举措过慢过微的，而现

今我们正在就此面临急剧的冲击和考验，首先是几乎急剧到来的中美

贸易对抗。这也表明，当今头号新兴强国对头号既有强国这“经典”

国际政治问题不仅是国际间的权势转移问题，也是国际间的广义的财

富转移问题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国内社会政治裂变问题。不经过中国可

做的适当调整，对中国有利的全球化就不大可能持续下去。 

2018 年 4 月 10 日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，习近平主席作了意

义重大的主旨演讲，其中宣告了中国政府在上述“治本”意义上决定

采取的一系列重大举措，包括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，创造更有吸引力

的投资环境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，主动扩大进口。中国确实需要多少

参照发达国家愈益增进的抱怨甚而愤怒作适当的调整，以便争取既有

的全球化在这些国家内部恢复必不可少的那部分社会和政治基础。与

此同时，这样的重大举措也大有利于中国本身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高

质量发展。不仅如此，当前的国际和国内局势还告诉我们，中国需要

通过真正大力度和持久的调结构和全面深化改革，争取实质性地大大

开发中国潜能依然巨大的国内市场和国内资源，从而相应地减小中国

对外部市场、外部资源和外部技术的依赖程度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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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对外战略前景 

中国共产党十九大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新时代。可以

肯定，十九大以后，考虑到五年前以来已经在做的，中国对外政策方

向将以较长期地说三个“更为大力”为特征：（1）更为大力地拓展

和深化中国对全球政治经济和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，包括在某些经选

择的领域谋求中国的引领作用；（2）更为大力地争取中国在亚洲大

陆甚而更多区域的经济优势和外交优势，加上与此相连的在经选择的

某些地区或要点上的战略存在或影响；（3）更为大力地争取迟早确

立中国在西太平洋西部（即从中国海岸到第一岛链之间的广阔海域洋

域）的战略/军事优势。 

放眼全球，比较中外，可谓中国大治，美国、西方和世界某些地

区大乱，世界秩序变动不定，世界形势除上面两个基本状态外大致扑

朔迷离。因此，长期来看，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把握全局，澄清底

线，继而守住底线，首先将中国自己国内的事情办好，继续提升中国

的实力和在世界舞台上的操作能力，以高质量发展为纲争取实现中国

国家力量和社会健康的重大升级，从而为世界秩序的进步性转型提供

一项最重要的积极条件。然而，谋远求近，不仅可能恰当地应对当前

的重大挑战，特别是中美贸易对抗，就谈不上争取尽可能好的未来。 

 

  

（本文根据时殷弘教授 2018 年 5 月 22 日在人大国发院名师讲座上的演讲整

理，经过作者审定。责任编辑左希迎。） 



 

 

17 

 

供稿：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。所有权利保留。任何机

构或个人使用此文稿时，应当获得作者同意。如果您想了解人大国发

院其它研究报告，请访问 http://nads.ruc.edu.cn/more.php?cid=425 

http://nads.ruc.edu.cn/more.php?cid=425

